
九世纪初连结中国与波斯湾的外销瓷
:

勿里洞沉船的例证

[美」约翰
·

盖伊 (J
o hn G u y) 王丽明译

〔摘 要〕公元 8一9 世纪亚洲商业 贸易非常活跃
。

中国与西亚之 间不仅通

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
,

而且开辟了海路新航线
。

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

路
,

中国与西亚各国不断进行双向交流
。

沉没于 印尼海域的勿里洞阿拉伯沉船
,

首次以大量生动的艺术品证据
,

印证这一 时期中国与波斯湾之间活跃的商业往来

和文化交流
。

勿里洞阿拉伯沉船上 出土的文物有 60 00 0 多件
,

其中 9 8% 是陶瓷
。

这些 陶

瓷烧造于中国各窑 口
,

但器物上的装饰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
,

是以伊斯兰工艺

品为模板
,

为迎合伊斯兰市场制作的
。

它们得自进 口的伊斯兰艺术品灵感
,

被复

制于陶瓷上
,

又出口 回波斯湾
,

完成了艺术制作上一个有趣的循环
。

〔关键词 ) 勿里洞沉船 陶瓷 唐代 中国 波斯湾

公元 8 一刁 世纪是商业贸易史上的非凡时期
。

亚洲商业贸易的实践活动正是在此时蓬

勃发展起来
,

并进一步拓展远距离贸易航线的
。

新近在东南亚海域发现的勿里洞 (Be h
-

tu ng ) 沉船
,

以考古学上的证据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

这艘沉船的沉没时间被认定为是公

元 8 2 5一8 5 0 年间
。

唐代中国极为崇尚奢侈品
,

朝廷和城市精英对此有着旺盛的需求
。

7 世纪中期的中国

文献中
,

常有中国使者沿着中亚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至西亚一些大城市
,

如撒马尔罕 (Sa
-

m ark an d ) 和布哈拉 (Buk hara ) 的记载
,

他们到异域寻求奇珍异品和新技术
。

《西域记》

(6 5 5 ) (,l lus rra te 汉Tre
a r站。 。n r人。 肠

tem R 绍10。 )川 对此有详细记载
。

更引人注目的是
,

一些在伊拉克工作的中国纺织工
、

金匠
、

油漆匠的名字也出现在许多文献中
,

如油漆工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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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 (fa
n shu

) 和刘批 (li
u tz u

)
,

织布工乐隐 (y
u e h hu an ) 和 吕礼 (l

u 11)
。

〔’〕 这种交流

是双向的
,

许多西业的专业技工也沿着丝绸之路迁至中国
,

这从中国国内那些纯外国风格

的建筑便可见一斑
,

如 6 38 年的长安波斯景教教堂
,

807 年由回鹊集团建于洛阳和太原的

摩尼教寺J
Z 〕其时

,

精美的伊朗金属制品出口到中国
,

而大量的中国瓷器则出现在中东

的伊斯兰市场上
。

它们皆与当地的产品相互影响融合
,

出现一批融有当地风格和艺术特征

的产品
。

当时的阿拉伯游记让我们清楚得知
,

用于贸易的中亚丝绸之路不只一条
,

波斯湾的商

人在西印度洋上进行着广泛的远距离贸易
,

现在已证实这种远距离航海可达中国的南部港

口
。

这条距离最长的海上航线是世界海上交通史发展的基础
。

大规模航行尽管风高路远
、

危险丛生
,

但却能给商业投资者和冒险家带来丰厚的财富
。

7 17 年
,

一个拥有 35 名波斯

商人的船队从斯里兰卡 (Sri Lan ka ) 出发往巨港 (Pa le m ban g )
,

途中绝大多数船员葬身海

中
,

〔3 〕但能安全返回的却因此获得巨额回报
。

9一ro 世纪
,

伊拉克 (Ira qi) 的巴士拉

(Bas
r a
) 和伊朗 (Ira ni an ) 的斯拉夫 (Si raf )

,

便是在与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得到巨额财富
。

10 世纪
,

斯拉夫的波斯船主 buz u rg ibn
shah ri ya r ,

将航海者的故事收进 kit 砧 如钻 al -

Hi nd 一书里
。

书中记载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中发生的丰富多彩但令人生疑
、

有些夸张的故

事
。

〔4 〕 这些记述有部分成为辛巴达 (Si nb ad ) 传说的来源
。

文中记载
,

12 世纪优秀的波

斯商人 A bu l Qas im R am isht
,

经常驾驶着阿拉伯三角帆 (Dha w s
) 航行至印度和中国 (图

1)
。

〔5 〕 他的财富帐 目保存在基尼扎 (G
e n iz a ) 文件里

,

I日开罗 (C
airo ) 福斯塔特城

(Fo
s

tat ) 的犹太教堂里的基尼扎有相关记录o[
“〕 R a m ish t 葬于麦加

,

其墓志仅是
“

一名船

主
” 。

他因个人出资捐赠中国纺织品用作头巾以供穆斯林圣殿—麦加天房克尔白使用而

为世人所铭记
。

这个崇高的荣誉
,

不仅说明其财富之巨
,

而且可见 R am isht 在阿拉伯商人

中的地位
。

他所捐赠的中国纺织品数量之多
,

表明他很可能专为此目的在中国下了订单
。

中国丝绸无疑是阿拉伯一中国贸易航线上进行流通的
、

价值最高的 日用品
。

沿着这条

贸易路线可达日本奈良 (Nara )
,

正仓院 (Shos of n) 其内保存着的纺织品
,

正是奢侈品贸

易的最佳例证
。

近几年
,

中国西部及其它一些地方出土的墓葬
,

陆陆续续为我们勾画了汉

唐丝绸之路的景象
,

使我们有充足的条件去了解第一个千年里中国丝织品的贸易情况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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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通过海路进行的奢侈品贸易却没能留下相应物证
。

8 世纪初
,

海上贸易路线的重要性已 日益显现
。

它既是因为陆上交通困难因素的增

加
,

也是伊斯兰世界不断增长的繁荣与自信的结果
。

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活跃在中国南部的

各个港口
,

尤其是广州
。

当时
,

中国南部的政局并不稳定
,

官员腐败
,

这给停居此处进行

贸易的外国商人带来许多困难J
’〕 中国官方文献里相关的记录非常珍贵

,

它们为判定涉

外集团的规模与性质提供了罕有的证据
。

7 58 一759 年
,

广州越发强大的波斯和阿拉伯集

团为抗议当地政府官员在贸易时的贪婪行为举行暴乱
。

蕃商从海路逃往东京
。

760 年
,

杭

州由于中国人的起义而遭到洗劫
,

文献记载几千名波斯和大食商人丧生于此次暴乱J Z 〕

直到 792 年
,

广州才再度向外国贸易者开放
。

大约 35 年以后
,

即 826 年或略迟
,

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着昂贵的中国商品从广州出

发
,

仅仅到爪哇 (Jav
a
) 海附近的勿里洞岛便沉没了

。

船体发现时很完整
,

有 巧
.

3

米 J 3 〕 它与 《玛卡梅故事集》 (材叼
a

lna t) 里所画的阿拉伯大三角帆最相似
。

《玛卡梅故

事集》成书于 12 37 年
,

由波斯湾瓦西特镇 (W as it) 的哈里里 (Hari ri) 所编 (图 1)
。

8 世纪
,

中国南方的广东
、

福建
、

浙江地位已非比寻常
,

频繁进行南海贸易
。

此时中

国朝廷也逐步意识到南海贸易的重要性
,

7 14 年在广州首设市舶使管理进出口船舶
。

沿海

港 口城市杭州
、

宁波
、

泉州和广州等
,

都驻有主要来自马来半岛
、

占城
、

印度和西亚的外

国集团
。

城里设立供外国商团专门居住的蕃坊
,

以为他们的贸易和宗教活动提供方便
。

正

如记载泉州的文献所述
,

蕃坊通常设在城墙外
,

靠近河流
,

那里有他们的货栈
。

〔4 〕 尽管

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是当时最常见的社团
,

但仍有一些非穆斯林的波斯人
,

如西亚犹太人

和景教徒
。

穆斯林甚至能争取到地方官职
,

从而使穆斯林社团得以遵从伊斯兰法
,

而不是

中国法律
。

穆斯林拥有这样的特权足以证实
,

中国朝廷很重视与外国的贸易
,

也可见阿拉

伯穆斯林在中国的外国移民中所据有的优势
。

在详尽记录 9 世纪中期贸易状况的文献里有勿里洞的相关记载
。

它出现在阿拉伯地理

及描述贸易路线和商品情况的水手记录中
。

在地名目录里
,

他们罗列了沿途每个港 口最令

人向往的农业项目
。

商人苏莱曼 (Sul ay m an ) 的著作 《中国印度见闻录》 (Akhba ra 卜
sin

肠卜 Hi nd ) 的描述最完整
,

甚至述及勿里洞沉船所属类型
。

阿布
·

扎伊德
·

阿西拉弗氏

(Abu za yd al 一 Si rafi ) 著于 91 6 年的 《中国与印度关系》 (sils ila t al 一
Ta w a r ikh )

,

也将阿

拉伯海与中国
、

印度的贸易纳人其中
。

8 世纪
,

阿拉伯语成为亚洲海上交通世界的主要语言
,

取代波斯语及使用更普遍的马

〔l] 关 于唐的这段历史见王庚武的 《南海贸易
:
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

,

载 《英 国皇家亚洲学

会马来亚分会学报》
,

第 31 卷第 2 辑
,

19 58 年
。

( 2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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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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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语
。

西亚人在贸易中担任更重要角色的另一例证是
,

阿拔斯 (A bbas 记) 王朝的金第纳

尔 (Di na
r
) 被广泛使用

,

这生动反应西亚在印度洋
—

南中国海贸易中的地位
。

8 世纪

的唐朝文献记载阿拉伯金币在广州经常用于交换
,

但当时中国使用的不是精致的金属币
。

唐代的墓葬和出土物也可以帮助判断
,

阿拉伯金属币为中国精英所普遍接受
,

西安何家村

唐代窖藏甚至出土了前伊斯兰商人的银币
。

〔‘〕不久前
,

在越南中部占婆发现的金第纳尔
,

也揭示了它在国际贸易沿岸中所扮演的角色J
Z 〕

8 世纪末期
,

中国作家贾耽在 《新唐书》中提及广州至巴格达的航海路线
。

850 年
,

伊本
·

库尔达兹比赫 (Ibn Kh
u rd ad hb ih) 用阿拉伯语写就 《道里邦国志》

,

书中详细描述

这一路线
。

至此
,

波斯湾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已被有力地确立
,

虽然仍存在不太稳定的因

素
。

8 7 8 年广州再度发生暴力事件
,

据阿布
·

扎伊德 (A bu Za id) 所述
,

几千名穆斯林
、

犹太人
、

景教徒和袄教徒被杀01
3 〕 但著名的旅行家马苏第 (M as ,u di ) 在 《黄金草原》

(Mu ru al 一
dh

a ha b) 中记述
,

大屠杀发生前
“

来 自巴士拉 (Bas ra )
、

斯拉夫
、

阿曼 (O
-

m an )
、

印度
、

阁婆 (za bj
a
) (西印度尼西亚 ) 以及三夫 (Sa nf ) (占婆) 的船队

,

满载着

商品和货物到达中国广州
。 ’,

〔“〕 其后
,

他们持续几年活跃在马来半岛的港 口
,

记载最多的

是喀拉汗 (K al ah )
。

无论如何
,

中国南部存在着大量且稳定的外国移民的事实
,

可以通过

保留至今的宗教建筑—外国穆斯林的清真寺
、

墓葬和墓碑得以证实
,

并且广州和泉州的

有关文献也清楚记载那里存在着贸易社区
。

在泉州
,

还散布着印度教寺遗物J
S 〕 这些建

筑遗物表明外国商团在这里生活了长达几个世纪
。

一
、

勿里洞 的位置

勿里洞沉船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商业背景下的贸易信息
。

它满载着大量贵重的中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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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献资料清楚地记载着
,

广 州和泉州都有印度教和佛教商 团
,

尽管泉州的考古上
,

仅有印

度教遗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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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为我们揭开公元 825 一8 5 0 年的商业面纱
,

因此引起高度关注
。

它座落于西爪哇海的

珊瑚礁附近
,

当地人称此地为黑石
。

经许可后
,

考古队历经 19 98 年和 19 99 年
,

在印尼海

域打捞
“

黑石号
”

沉船
。

〔, 〕

这批货物无疑属于公元 826 年左右
,

这与货物中的长沙碗上所刻时间一致
,

它们是海

外交通航线上发现最早的中国商品
。

此前座落于韩国海域的新安沉船上的出土物
,

是为世

人所知的最早中国沉船货品
。

它们可能沉没于从中国的宁波港往 日本的途中
,

出土的工艺

品所属时间是 13犯 年J Z〕

从上述历史背景的分析已知该沉船是阿拉伯三角帆
,

是有着传统的阿拉伯造船技术的

木船
,

因此
,

它的发现受到高度关注
。

这是在阿拉伯半岛外的东南亚海域首次发现中世纪

阿拉伯三角帆船体
。

总之
,

勿里洞首次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证据
,

证实阿拉伯文献上的有关

记载
。

勿里洞沉船所在的区域正是当时三佛齐王朝统治的地区
。

关于三佛齐国的具体范围至

今仍无可靠的说法
,

〔3 〕 可能当时马来海峡两岸和西爪哇已有松散的联盟
,

中心地在东苏

门答腊 (Su m at ra ) 的巨港一占碑
,

以及马来半岛和粪它 (Sun d a
) 海峡的控制区

。

这两条

通路为进人印度洋和西方提供人 口
。

确切地说
,

这一水域 (靠近翼它海峡的西爪哇海 )

正是勿里洞沉船所在的地方
。

二
、

勿里洞沉船上的货品

勿里洞沉船就象一个最大的晚唐艺术品仓库
,

是迄今为止在一处发现晚唐工艺品最多

的
—

大约有 6 0 0(X) 件
。

这批货品中有大量珍奇多样的器物
,

包括金银器
、

银铅挺
、

漆

器
、

铜镜及铅币
。

其中
,

数量最多的是中国陶瓷
,

它们大多器形完整
,

属晚唐时期的作

品
。

这些商品的生产中心广泛分散在中南和华南
,

彰显了 9 世纪中叶商业经营的协作规

模
。

这艘位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阿拉伯船只
,

对理解唐代工艺品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

色有着重要的意义
。

正是这些占出土物 98 % 的陶瓷
,

为判断这艘船的 目的地和市场提供了线索
。

强有力

的证据表明它们正驶向波斯湾
。

接下来
,

我将重点讨论 9 世纪波斯湾对中国陶瓷工艺品的

需求
。

l
、

广东罐

勿里洞货品可能产生的首个关键信息是
:
勿里洞是海上贸易航线上可用以起航的港 口

〔1 〕 我非常感谢海底勘探公司
,

允许我研究并出版勿里洞沉船及出土物
。

〔2 〕 新安沉船
,

汉城国立博物馆
。

〔3 〕 M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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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

发掘过程中
,

大型绿彩陶罐里的长沙碗 (图 2 )
、

铅挺
、

中国果实种籽揭开了面纱
。

这些用作容器的陶罐被认定为广东陶瓷
,

在广东附近的珠江流域有许多窑口烧造这种陶

瓷o[
‘〕它们是中国贸易品中出现最早的容器

,

已在海上贸易沿岸的许多地方被发现
。

建

于公元 820 年的斯拉夫星期五清真寺的地下曾发掘出一个罐
,

〔“〕 与爪哇出土的几个同时

代的罐相像
,

肩部直接刻在陶土上的仿阿拉伯雕刻
,

证实这些货品正是提供给西亚商人

的
。

〔3 〕 这种罐被称为
“

杜珊
”

(d us an ) 罐
,

用作日常容具
,

出现在印度洋贸易路线的沿

岸
。

它们和铁画长沙碗
、

水罐以及白瓷一同证实泰国半岛猜也 (Cha iya ) 附近的兰波

(Lae m P。 )
,

是远距离贸易的重要转运点 (图 5 )
。

2
、

白瓷

中东为在勿里洞发现的这类中国白瓷提供最早的市场
。

这是首次在同一地点发现大量

白瓷
,

其中以白瓷盘最为独特
:
典型的浅层剖面

、

环边以及玉壁底
,

被统称为萨马拉

(Sa m a rr a
)

。

勿里洞出土的素面印花成套杯盘
,

以及大型盖罐等白瓷大概有 3 5 0 件左右
。

它们质量很高
,

造型优美
,

釉色洁白
,

出产的窑口至少存在三种可能
。

其中
,

经高温纯瓷

烧造而成的等级最高的瓷器
,

因是用于出口 的首个例子而尤为引人注 目
,

他们可能出自河

北的刑窑和定窑
。

那些粗陶上着不透明釉
,

成色稍差的单色瓷则可能出自河南的巩县

窑01
4 〕 但这些推断仍未经窑 口研究专家的分析所证实

。

值得注意的是
,

勿里洞中的另一

些绿彩瓷和釉中彩绘瓷正是以这种白瓷为胎体制作的
。

比较沉船中的两个含盖圆罐
:
一个

纯白
,

另一个带有绿彩纹饰
,

可证实它们的胎质相同
。

始于 9 世纪初
,

中国白瓷盘在出口地被相继仿效
,

这表明它们在早期伊斯兰世界中使

用普遍
。

伊斯兰陶工以中国工艺品为模型进行制作
,

体现在他们既学习中国造型
,

又学习

中国上不透明白釉的技术
。

最明显的例子是浅碟和盘
。

虽然它们被普遍认定为萨马拉类
,

但现在却认为这种产品最初是源 自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窑 口
。

〔5 〕 这种技术被迅速推广
,

现今从拉加 (R aq qa) 到福斯塔城 (Fo st at ) 的早期伊斯兰 遗迹 中都能发现不透明白

这些例证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
,

也可见 冯平 山博物 馆
:

《广东唐宋窑址 出土 陶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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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
。

(’〕

3
、

绿彩白釉瓷

前文已提到
,

勿里洞出土物中不透明的中国白釉瓷与绿彩白釉瓷的胎质显然一样
,

很

可能都来自河南的巩县
。

在沉船货品中
,

绿彩白釉瓷是款式最丰富的一组
,

从小执杯到大

水壶
,

从盖盒
,

到大盆
、

盘
、

瓮
、

罐以及具有出水口的杯子
,

琳琅满目
。

这 200 余件的瓷

器可能是勿里洞货品中最令人震惊的
。

它们作为 9 世纪陶瓷的最重要发现
,

为中国晚唐与波斯湾巴士拉的早期伊斯兰制瓷风

格间存在着重要关联提供了关键信息
。

很可能
,

这些瓷器正是已失传的 9 世纪伊拉克绿彩

瓷外表装饰的原型
。

在此前的研究中
,

学者们试图用典型的中唐时期唐三彩来解释这一伊

斯兰创作
,

但这不论从时间 (它们失传得很早 ) 或从颜色的使用上都难以令人信服01 2 〕

200 余件富于创造力的绿彩白釉瓷的发现
,

为 9 世纪伊拉克陶工所获得的精致模型提供证

据
。

这个点缀着大片绿彩的盘子
,

正是中国瓷器为早期伊斯兰陶工提供模型的有力代表

(图 3 )
。

这样的造型和装饰在伊拉克至阿富汗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中被复制到陶器上
。

以前也有少数例子能证实这些地方正是晚唐中国陶瓷的出 口地
,

〔3 〕 如泰国半岛猜也

兰波出土的晚唐瓷碎片 (图 5 )
,

和 日本奈良宫殿出土的碎片
。

这批绿彩白釉瓷富于创新
,

手法大胆
,

和当时的许多陶瓷一样直接效法金属器具
,

甚

至在陶土的雕造细节上也仿效金属模型
。

一个手柄雕成奔跑的豹
、

出水 口刻成摩迎罗

(Mak ara ) 的水罐正生动再现这一特点 (图 4 )
。

这种款式在一些高级白瓷 (如弗瑞尔美

术馆的藏品
,

F19 17
.

4 0 4) 和进口伊朗金属制品中都可见到
。

因此
,

它们传达了这样一

个有趣的现象
:
用于出口的绿彩陶瓷在波斯湾完成了循环—

这些得 自进口伊朗金属制品

的灵感被复制于陶瓷上
,

又出口回波斯湾
。

艺术造型传播上的循环
,

也活灵活现地表现在另一个细颈龙嘴罐上
,

它高 105
。m (图

7 )
,

产自 7
、

8 世纪的中国
,

金属原型现保存在 日本奈良的法隆寺里 (图 6)
。

它极可能是

以长安城内使用的伊朗产品为模型制作的
。

勿里洞瓷罐和法隆寺金属罐的相似是惊人的
:

喇叭足
、

足底外撇
、

高足
、

鼓腹
、

细长颈
、

喇叭口
、

肩部安细把
。

最后
,

二者都有龙头塞

(铜器上是固定的)
,

腹部有标志性刻划
:
金属罐刻带翼马纹

,

陶罐划菱形花纹
,

对此我

稍后再述
。

勿里洞出土物中有许多工艺品和该水罐一样
,

有着专门针对伊斯兰市场而设计的特

点
。

菱形转角处的花卉和棕搁纹
,

作为中东前伊斯兰世界特有的设计主题
,

流行已久
。

值

得注意的是
,

拥有这样设计特点的勿里洞艺术品数量很多
,

除绿彩 白釉瓷外
,

一些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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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

大盖盒 (直径 38
.

sc m ) 上也可见到
。

这种设计特点初现于波斯湾特别是巴士拉

的早期伊斯兰陶器 (图 9)
。

正因为出土物上的这些非中国特点的标志性主题刻划
,

因此

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波斯湾市场委托制作的
。

绿彩纹饰含有似乎是发明于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的釉中蓝钻
,

但此发明地并不肯定
。

瓷

器风格的转换和相互影响方面存有些令人迷惑的问题
。

人们一般认为
,

在瓷器外表着蓝色

钻料的灵感是源于中国的进口商品
。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
,

中国陶器使用的是进口伊朗钻
,

使用这些外国着色剂显然是为迎合波斯湾市场
,

并促使中东商人定购商品
。

在早期的巴士

拉瓷器中
,

菱形花卉或棕桐纹是很普遍的设计
,

如图 9 的棕色锰料盘
。

这种设计的来源在

讨论绿彩白釉瓷时已经进行判定
,

在论述勿里洞青花盘时还将继续讨论 (图 10 )
。

很显然

这样的设计是源于伊拉克
。

〔, 〕

4
、

青花瓷

勿里洞另有三件重要器物
—

青花盘
,

也以不透明的白瓷为载体
,

点彩了釉中蓝钻
,

是晚唐
“

青花瓷
”

器形最完整的例子
。

它们在勿里洞的发现为晚唐青花瓷的出现提供首

个可靠的时间
。

除此之外
,

与此相关的考古例证
,

只有一个不知出处的三足罐和一些发掘

于扬州的青花瓷碎片
。

〔2 〕扬州一宁波地区是当时生产青花瓷最集中的地方
,

有部分为出

口商品
,

其设计目的显然是为迎合中东的需求
。

技术分析表明
,

其胎体制作于河南巩县

窑
,

材料可能就是纯度略逊的白瓷
。

而当时仍依赖于伊朗进口的钻
,

则很可能由想为家乡

市场特别订制瓷器的阿拉伯商人提供
。

勿里洞青花瓷的钻料直接施于白釉上
,

这使得加温时釉中混进一定程度的彩料
,

而产

生一些斑纹
。

毫无疑问
,

当时中国陶工确实对控制好这种钻着色剂仍有些力不从心
。

直至

元朝
,

钻再度被引入商业生产
,

运用于经更高温烧造的较好瓷体上
,

才获得了更稳定的载

体基础
,

因此允许进行釉下彩绘
。

钻的运用源 自伊拉克是可信服的
,

就象其它一些能代表巴士拉陶工独立制作的设计元

素那样
,

即使它是装饰在中国造型的器皿上
。

有一款装饰丰富
、

混着蓝色钻光和绿彩的碟

子
,

昭示了艺术风格相互影响的复杂性 (图 1 1
,

12 )
。

此碟在造型和纹饰上与前面论述的

勿里洞盘子相似
,

但其放射状花卉上的钻料色彩控制和运用地很好
,

这表明它制作于伊拉

克 (图 13 )
。

勿里洞还有其它一些陶瓷可以用来印证海上贸易交往中波斯与中国的创造性对话
。

出

土物中的四叶型绿盘
,

在伊拉克南部便可找到相匹配的模型
。

哥本哈根戴维藏品博物馆也

有一个 10 世纪的闪着白釉光的叶型碗 (图 14
,

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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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抢ns ac rio o of the o 二
n ta l Ce ra m ie So

eie ty
,
197 5一1 97 7

,

P
.

2 63一27 8
.

关于这个三足罐的考证已有出版
:

毛文奇
:

《早期青花瓷》
,

第 333
一 336 页

,

《东方 艺术》
,

19 77 年
,

第三期 ; 蒋华
:

《扬州出土的唐

代陶瓷》
,

第 63 一{ 6 页
,

《文物》
,

198 4 年
,

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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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rk of A bu Hali m ) 符号为基础的标记
,

正是这类器皿引人注 目的身份特征
。

〔’〕 它既有伊

斯兰世界的装饰技术
,

又吸收了中国的造型风格
,

这样的作品在早期伊斯兰是艺术模板
。

此后
,

双方的对话逐渐衰微
,

直到 14 世纪元朝
,

中国瓷器的再度流通时才又达到高峰
。

勿里洞的货物生动阐述了由远距离贸易刺激起来的艺术风格和造型样式的转换
,

它们

正是中世纪最长海上贸易路线上不同文化对话的结果
。

〔2 〕

作者
: 约翰

·

盖伊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

南亚与东南亚艺术馆

译者
: 王丽明 泉州海外交通 史博物馆

、

文博馆员 (泉州
: 362 0(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接第 66 页)

这些生产实践中的精华往往史料记载未有涉及
。

赶增战船的复原建造过程留下密集的图

片
、

数字电视
、

三维模型记录及监造与航行实验日志
,

为进一步的专项研究提供了可靠的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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